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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土地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其合理流动和科学配置对产业发展具有重要引领作用。 本文基

于 2015 年开始推行的土地征收制度改革试点,匹配县级宏观数据库和土地交易微观数据库,从土地要素优化配置

的视角出发,探究土地征收制度改革对产业结构扭曲度治理的内在机理和实践成效。 研究结果表明,土地征收制

度改革通过降低土地价格扭曲程度、优化用地结构减轻地区产业结构扭曲度。 进一步,本文使用广义随机森林中

的因果森林模型进行个体处理效应的差异性分析。 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改革的治理效果受到地区发展定位、财

政收支结构、自然地理条件禀赋和市场化程度的影响。 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推进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和发挥有为政

府调控作用提供了理论借鉴和政策参考。

　 　 关键词: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　 土地征收　 用地结构　 土地配置效率　 产业结构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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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提出

低价征地制度作为传统城乡二元土地制度框架的核心组成部分,是农用地转换为城市建设用地的唯一

渠道。 在此过程中,地方政府依托低成本配置土地要素方式,为产业规模扩张和城市化建设提供要素支撑

和空间平台。 然而,这种以“先征地后出让”为突出特点的“以地谋发展”模式,可能会导致土地资源紧缺、集
约利用程度低、配置结构不均衡等问题,成为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制约因素[1] 。 2020 年印

发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明确提出,“建立健全城乡统

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全面推开农村土地征收制度改革”“建立公共利益征地的相关制度规定”。 因此,必须

深入推进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畅通要素流动渠道,提高用地效率,着眼于土地功能重新定位,遵循产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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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规律,调整完善产业用地政策。
土地是城市发展的基础性生产要素。 针对土地利用问题,在当前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布局、提高土地利

用效率的政策导向下,如何发挥土地要素配置效率提升对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作用? 解决这一问题,需
要厘清当前土地要素配置方式制约产业发展的成因,进而探索产业结构优化的实现路径。 首先,征地成本

是土地出让成本的核心组成部分,土地征收是土地出让环节的前提基础。 在辖区间“标尺竞争”动机激励

下,低价征地活动是支撑工业用地逐底竞争出让的关键,由此导致征地成本和出让价格偏离土地边际产出,
造成土地资源错配与低效利用。 其次,满足公共利益范畴是地方政府征地合法性的基础性条件,由于土地

征收“公共利益”范围①的模糊和无边界化,这为采取放量宽松供应工业用地、限量高价出让商服用地的差异

化城市建设用地供给策略提供了条件,造成产业供地结构性失衡。 要素价格扭曲和用地结构失衡②引致城

市产业结构面临合理化水平低下和高级化水平不足的双重困境[2] 。 具体来看:一方面,土地要素价格的负

向扭曲限制市场机制发挥淘汰落后产能、推动企业进入退出的选择效应[3] ,导致低效率僵尸企业扎堆式聚

集,强化产业结构中低端刚性约束;另一方面,偏向性低价配置工业用地导致制造业超常规发展,限量高价

出让商服用地提高了生产性服务业的经营成本,差异化的产业用地供给策略阻碍产业间资源配置效率与协

调能力的动态提升,弱化了合理调控土地要素对二三产业协调发展的支撑作用[4-5] 。
基于地方政府垄断土地要素市场产生的现实问题,中央政府尝试通过严格规定工业用地出让方式和最

低价格标准③、建立投资用地考核制度等举措,纠正因土地资源错配所造成的产业结构扭曲问题。 这些举

措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城市建设用地的盲目扩张和用地结构失衡,然而市、县级地方政府对土地资源的

配置拥有较大的弹性空间和自由裁量权[6] ,未能有效扭转土地要素配置的现实困境。 2013 年,党的十八

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缩小征地范围,规范征地程

序”是“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的重要内容。 为落实全面深化改革的相关决议,实现中央顶层设

计与基层实践探索有效结合,2014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

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 。 2015 年 2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授权国务

院在北京市大兴区等三十三个试点县(市、区)行政区域内暂停调整实施有关法律规定的决定》 ,在 33 个

试点县(市、区)暂停实施土地管理法 5 个条款、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1 个条款,标志着中国新一轮农村征地

制度改革试点正式启动。 为稳步推进试点工作,2016 年原国土资源部印发《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

建设用地入市和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实施细则的通知》 ,规定土地征收制度试点的主要内容。 土地征收

制度改革试点政策在 2019 年底迈向依法改革、全国铺开的新阶段,上述政策推进过程体现了中国渐进式

改革的特点。 具体政策演进见表 1。 土地征收制度改革试点,以缩小征地范围、完善征地补偿机制两条关

键路径为依托,以期实现限制征地规模无序扩张和优化土地供给结构的双重治理效应,为纾解上述困局

提供了行之有效的思路。 本文试图全面揭示土地征收制度改革的政策效应和实践成效,即能否从土地征

收端调控资源配置,引领产业发展方向,从而推动地区产业结构优化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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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2004 年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从特征事实上看,在 2011—2017 年国有建设用地供应结构中,工业用地面积供应占比维持在 20% ~ 30%,远高于其他国家的平均水平,

且年平均工业用地与商服用地面积之比为 3. 65;另外,工业用地价格常年保持在低位,商业用地与工业用地平均价格之比为 8. 87。
《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规定“国家根据土地等级、区域土地利用政策等,统一制订并公布各地工业用地出让

最低价标准”“工业用地必须采用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出让”。 在此政策背景下,工业用地实际上依旧是大量低价出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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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土地征收制度改革试点政策演进

出台时间 政策文件 相关政策内容 政策作用

2013 年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

问题的决定》
提出缩小征地范围、完善补偿机制、健
全保障制度

战略引领:对土地征收制度改革作出战

略部署

2014 年 《关于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

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

意见》

启动征地制度、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

市、宅基地制度改革三项试点

顶层设计:探索政府征地范围边界,为
产业发展提供更清晰、合法的用地边界

2015 年 《关于授权国务院在北京市大兴区等三

十三个试点县(市、区)行政区域内暂停

调整实施有关法律规定的决定》

授权 33 地暂停适用部分土地法律条

款,赋予地方更大改革空间

实践探索:标志着中国新一轮农村征地

制度改革试点正式启动

2016 年 《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入市和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实施细则》
明确征地目录、规范程序、健全补偿机

制三项重点,提升征地制度的规范性、
公平性与可操作性

操作细化:改善征地规则预期,约束低

效工业项目大规模用地行为,提升土地

使用效率,推动产业由扩张型向集约型

转变

2019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 2019
年修正版)

以立法形式吸收试点成果,如确立公共

利益征地边界、实施区片综合地价、完
善征收程序等。

法治定型:标志征地制度改革由试点探

索转入法治化阶段

在实证策略上,本文借助 2010—2019 年区县经济社会特征数据,匹配土地交易微观数据库,以 2015 年

逐步推广的土地征收制度改革试点政策作为切入点,构建交错双重差分模型实证考察土地征收制度改革缓

解地区产业结构扭曲的政策效应和内在逻辑。 本文研究发现,相较于未开展试点的控制组县域,推行土地

征收制度改革试点政策的处理组县域产业结构扭曲度明显改善,这一治理效果在财政收支缺口越大、地形

条件更平坦等特征的地区更为明显。 机制分析表明,土地征收制度改革能够通过降低土地价格扭曲程度和

优化用地结构等途径发挥政策效应。
与既有文献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基于土地供给视角全面揭示土地征收制度改革与地区产业结构扭曲度治理的因果效应和内在机

制。 土地征收是土地出让环节的前提,现有研究侧重于探析土地出让环节市场化改革措施(如公开市场竞

价和最低出让价格标准)对制造业空间布局、产能利用效率和地区产业模式选择的作用效果[7-9] ,缺乏基于

土地征收视角解决要素配置双重困境的讨论,忽视了土地征收端要素配置效率提升对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支

撑作用。 因此,系统探究土地征收制度改革如何通过完善补偿标准、明确公共利益范畴等措施缓解产业结

构扭曲度,可以为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新思路。
第二,丰富有关土地征收制度改革政策效果评估的经验研究。 一方面,已有关于土地征收制度的研究

聚焦征地补偿对农户福利的影响评价[10-12] ,采用问卷调查方式或直接借助征地补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存
在潜在识别偏差,未能较好地把握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另一方面,现有研究多为定性分析,侧重诠释土地

征收制度改革的历史脉络、制度内涵、实践逻辑等[13] ,缺乏评估土地征收制度改革对产业结构扭曲治理效应

的经验性证据。 基于此,本文在识别策略上,为缓解既有研究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借助 2015 年推行的

土地征收制度改革试点政策构造准自然实验情景,聚焦土地要素配置效率较低的现实困境,揭示土地征收

制度改革降低地区产业结构扭曲的核心渠道是缓解土地价格扭曲程度和优化用地结构,拓宽了地区产业结

构扭曲影响因素研究。
第三,研究结论具有较强的政策含义和政策价值。 当前中国正处于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关键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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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探析土地征收制度改革带来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有助于落实人地协调观、妥善处理人地矛盾,充
分发挥土地要素对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作用。 研究成果既为完善土地管控体系、推进土地要素市场化改

革和合理制定产业用地供应策略提供参考建议,也为土地征收制度改革精准施策提供经验证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土地征收制度改革与产业结构扭曲度治理的直接关系

城乡分割的土地所有制框架规定城市建设用地必须使用国有土地,而农地非农化是城市建设用地的唯

一来源,土地征收制度在土地用途转换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从土地的生产要素属性看,城乡之间土地

要素的流动是地方政府推动工业发展、城市建设的要素支撑,但这种土地供应模式会从以下方面削弱土地

要素对产业发展的保障作用。 一是工业用地使用价格负向扭曲,偏离应有价值。 依据土地原有用途的年产

值倍数法进行低价补偿,可以为工业化发展创造成本优势,短期内对城市工业产出发挥正向影响。 但各层

级地方政府干预要素资源的初始配置及定价权,要素边际产出与要素价格相对偏离,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市

场价格机制发挥竞争选择效应和企业优胜劣汰的动态调整效应,减缓市场驱动的产业结构升级进程。 二是

土地供给数量盲目扩张,缺乏刚性约束。 一方面,土地征收的“公共利益”范围模糊不清,征地规模无序扩

大,弱化了资源刚性约束,导致城市建设用地利用低效。 另一方面,调整土地供给结构是地区竞争的重要手

段,为推动辖区经济快速增长,地方政府采取放量低价的策略满足中低端制造业用地需求,建设用地配置结

构不合理。 城市土地要素配置不仅存在效率低下问题,还进一步制约了产业结构升级[14] 。
针对上述问题,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点从缩小征地范围与优化补偿机制入手,力图扭转土地要素配置

失衡。 在缩小土地征收范围方面,参照《国有土地房屋征收和补偿条例》,并结合土地管理实际,探索并制定

土地征收目录,严格界定公共利益用地范围,建立公共利益认定争议解决机制,逐步缩减土地征收规模;在
完善征地补偿机制方面,探索以区片综合地价替代年产值倍数法,综合考虑土地用途和区位、经济发展水

平、人均收入等情况,确定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偿费标准,调整土地增值收益在国家、集体和农民之间的分

配比例,适当提高农民集体分享的土地增值收益。 通过界定公共利益边界、试行区片综合地价等举措,改革

有效增强了土地价格信号的真实性与资源配置的合理性。 整体来看,土地征收制度改革有助于增强土地要

素市场功能,缓解制度性扭曲,为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提供了要素支撑。
根据上文分析,本文提出假设 1:土地征收制度改革降低了地区产业结构的扭曲度。

　 　 (二)资源配置效率优化的机制作用

土地征收制度改革以区片综合地价代替年产值倍数法,制定区片综合地价需综合参考土地原用途、
土地资源条件、土地产值、土地区位、土地供求关系、地区人口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因素,而非在遵循

土地原有用途的基础上提高补偿标准。 征地补偿刚性调整机制提高了土地征收成本,扭转土地价格的负

向扭曲,强化了土地要素的刚性约束,有助于土地使用价格充分反映要素稀缺程度和市场供求规律,体现

土地要素价格由政府定价向市场定价的转变。 一方面,减轻土地要素价格扭曲可以在遵循市场优先的原

则下,将有限的土地资源分配给高效率、高技术水平企业,实现资源有效利用,提高辖区工业企业生产效

率;另一方面,区片综合地价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地方政府掌握的土地要素定价权和配置权,弱化地方政府

对要素资源的控制能力,化解由政府价格信号带来的体制性产能过剩,减轻辖区产业同质化[15] 。 因此,

土地征收制度改革运用价格杠杆对工业部门要素投入结构进行合理调控,摒弃资源要素驱动型增长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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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进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弱化地区产业的低端结构刚性,实现由市场驱动的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优化。

根据上文分析,本文提出假设 2:土地征收制度改革能够通过资源配置效率优化来减轻地区产业结构

扭曲程度。

　 　 (三)用地结构优化的机制作用

土地征收制度改革探索制定土地征收目录并界定土地征收的“公共利益”范围,将征地范围限制在六种

允许的情形之内①,从土地征收端强化建设用地规模刚性约束,优化城市建设用地结构,充分发挥土地资源

供给结构优化对产业转型升级的引领作用。 一方面,遏制新增工业用地规模无序扩张可以扭转工业用地粗

放扩展态势,弱化以低端制造为主的结构刚性,推动深度工业化进程,减轻大量低端落后产能对生产性服务

业形成的需求抑制效应,协同推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互动融合[16-17] ;另一方面,减少土地要素市场偏向

工业部门对生产性服务业要素投入的直接挤出,为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提供更大的生存空间。 此外,城市建

设用地还面临着新增征地数量无序扩张和存量土地搁置浪费并存的现象[2] 。 土地征收制度改革背景下地

方政府面临着可征地范围缩小和征地成本上升的双重压力,地方政府有动机通过建设用地总量和强度“双

控”、盘活利用存量和低效城市建设用地等方式来提高土地资源利用强度,推动工业用地提容增效②。 综上,

土地征收制度改革驱动土地利用方式遵循“严控增量、盘活存量、优化结构、提高效率”的原则,完善用地激

励和约束机制,驱动政府用地结构发生切实转变。

根据上文分析,本文提出假设 3:土地征收制度改革能够发挥用地结构优化效应,从而降低地区产业结

构的扭曲度。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由于不同地区被选为土地征收制度改革试点的时间不同,本文采用多期双重差分(DID)模型探究土地

征收制度改革降低地区产业结构扭曲度的治理成效。 基准回归模型设定如下:

Yit =α0 +β1DIDit + X′itγ +μ i +λ t +ε it (1)

其中,下标 i、t 分别代表县和年份。 Yit 为核心被解释变量,为县 i 在 t 时期的产业结构扭曲度指数。 核心

解释变量 DIDit(DIDit =Treati ×Postt) 表示双重差分估计量,为县 i 在第 t 年是否被评选为土地征收制度改革

试点虚拟变量。 β 1 为核心估计系数,代表土地征收制度改革对县域层面产业结构扭曲度的影响。 X′it为控制

变量向量。 为了尽可能控制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进一步控制县域个体固定效应 μ i 和年份固定效应 λ t。

ε it 为随机误差项。

　 　 (二)变量说明

1. 被解释变量

本文关注的产业结构扭曲更多是指要素投入结构和产出结构的耦合协调程度,即经济体各部门投入和

34

①

②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成片开发作为公共利益需要的一种情形,其规定“依据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一个完整的土地征收成片开发范围内

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以及其他公益性用地比例一般不低于 40%”。
如浙江省提出的“亩产论英雄”,通过考核亩均税收、亩均增加值等指标,建立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节约集约用地综合评价体系,推动资

源要素向优质高效领域和优质企业集聚,实现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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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之间的关系、不同部门之间的协调关系。 具体是:在资源要素分配过程中,各产业实际获得的生产要素

投入(如劳动力要素)比例,明显偏离其按照边际产出最优配置应有的比例,导致要素未能流向产出效率最

高的部门,从而影响整体经济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现象。 因此,本文参考沈小波等(2021) [18] 的研究,选

取产业结构扭曲度(Distort)作为被解释变量,Distort 是整个经济体所有部门就业份额和增加值份额之间的

欧式距离,用以度量整个经济体的产业结构扭曲程度[19] 。 其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Distort =
　

∑d2
i ,其中di =

Li

∑
k
Lk

-
E i

∑
k
Ek

(2)

式(2)中, Li 和 E i 代表经济体内部门 i 的就业总人数和增加值, di 表示某部门就业份额和产出份额之间

的偏离程度。 Distort 数值越小,产业结构扭曲程度越低,产业结构越合理。
2. 核心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 DIDit(Treati ×Postt) 为政策虚拟变量和时间虚拟变量的交互项。 Treati 为政策虚拟变量,

如果县 i 被选为农村土地征收制度改革试点,赋值为 1,否则为 0。 Postt 为年份虚拟变量,由于大部分试点开

始时间设定在下半年,且考虑到政策传导的时滞效应,将试点实施的下一年及以后年份赋值为 1,否则为 0。
3. 控制变量

参考既有研究,本文控制了以下县域层面可能影响产业结构水平的因素:信息化水平( information),以
固定电话拥有户数与县域总人口的比值来表示;金融发展水平( finance),采用金融机构存款余额占地区生产

总值的比重来度量;政府干预程度(government),采用公共财政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财政赤字

率(deficit),用县域一般预算支出与一般预算收入的比值表示;企业发展程度( firm),使用规模以上工业总产

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衡量;投资水平( investment),采用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
经济集聚水平(gather),以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增加值之和与行政区面积的比值衡量;产业规模化程度

( industry),采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个数的对数表示;人口密集度(population),用年末总人口与行政区域土

地面积的比值来度量。

　 　 (三)数据来源

本文以 2010—2019 年县域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①,县域层面经济社会特征数据来源于《中国县域统计

年鉴》,土地交易信息来源于中国土地市场交易网。 在县域层面数据的生成和处理方面,首先,对中国土地

市场交易网中的关键信息进行加总和清洗;其次,根据县域行政区划代码对数据库中的重要变量进行逐项

匹配与合并;最后,为避免离群值对参数估计的影响,对原始数据中所有连续变量进行双侧 1%的缩尾处理。
初始样本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2 所示②。

表 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误 最小值 最大值

Distort 15
 

018 0. 424
 

0 0. 193
 

0 0. 008
 

8 1. 128
 

0

information 14
 

518 1
 

098. 977
 

0 855. 048
 

4 90. 161
 

2 5
 

093. 019
 

0

44

①

②

本文将样本时期限定在 2019 年以前的考虑是,由于双重差分法的有效性依赖于处理组和对照组的平行趋势假设,2019 年后,土地征收

制度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导致不再存在有效的对照组,这使得延长观察期会违背 DID 设计的基本前提条件,造成潜在的识别偏误。
为消除计量单位和数量级的差异,方便数据之间比较,本文在回归中对所有控制变量进行无量纲标准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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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续)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误 最小值 最大值

finance 14
 

435 0. 667
 

0 0. 364
 

0 0. 103
 

0 2. 213
 

0

government 14
 

718 0. 307
 

0 0. 274
 

0 0. 058
 

7 1. 786
 

0

deficit 14
 

718 5. 846
 

0 5. 967
 

0 0. 885
 

0 43. 700
 

0

firm 14
 

225 1. 168
 

0 0. 752
 

0 0. 012
 

4 3. 597
 

0

investment 14
 

458 1. 010
 

9 0. 518
 

0 0. 003
 

7 3. 379
 

1

gather 14
 

458 1
 

133. 000
 

0 1
 

798. 000
 

0 1. 724
 

0 13
 

107. 000
 

0

industry 14
 

344 3. 916
 

0 1. 381
 

0 0. 990
 

2 7. 026
 

0

population 14
 

367 304. 913
 

5 284. 339
 

1 1. 090
 

0 1
 

424. 555
 

0

　 　 四、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表 3 报告了农村土地征收制度改革与县域产业结构扭曲度的基本估计结果。 其中,列(1)在纳入所有

控制变量的基础上控制了县域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列(2)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使用异方差稳健标准误,
列(3)为将标准误聚类到县域维度的回归结果。 考虑到处理组和控制组本身可能存在一定的时间变化趋

势,列(4)进一步控制了县域时间趋势项的 1 ~ 3 次方。 最后,为减轻宏观经济波动对回归结果的影响,
列(5)和列(6)分别加入省份-年份和地级市-年份联合固定效应。 研究结果显示,所有交互项的回归系数

均显著为负,这表明农村土地征收制度改革试点政策实施后,确实降低了县域的产业结构扭曲度,促进了产

业结构升级,本文研究假设 1 成立。

表 3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DID -0. 039
 

3∗∗∗ -0. 039
 

3∗∗∗ -0. 039
 

3∗ -0. 041
 

7∗∗∗ -0. 029
 

4∗∗ -0. 024
 

8∗

(0. 015
 

1) (0. 014
 

2) (0. 021
 

2) (0. 015
 

1) (0. 013
 

3) (0. 013
 

2)

information -0. 009
 

4∗∗∗ -0. 009
 

4∗∗∗ -0. 009
 

4∗∗∗ -0. 011
 

1∗∗∗ -0. 000
 

5 -0. 002
 

9

(0. 002
 

1) (0. 002
 

4) (0. 003
 

1) (0. 002
 

2) (0. 002
 

1) (0. 002
 

3)

finance -0. 009
 

8∗∗∗ -0. 009
 

8∗∗∗ -0. 009
 

8∗∗∗ -0. 010
 

0∗∗∗ -0. 004
 

3∗ -0. 005
 

7∗∗

(0. 002
 

4) (0. 002
 

6) (0. 003
 

6) (0. 002
 

4) (0. 002
 

3) (0. 002
 

4)

government -0. 031
 

5∗∗∗ -0. 031
 

5∗∗∗ -0. 031
 

5∗∗∗ -0. 029
 

5∗∗∗ -0. 039
 

4∗∗∗ -0. 033
 

2∗∗∗

(0. 004
 

2) (0. 004
 

4) (0. 005
 

7) (0. 004
 

2) (0. 004
 

0) (0. 004
 

4)

deficit 0. 007
 

4∗∗∗ 0. 007
 

4∗∗∗ 0. 007
 

4∗∗ 0. 009
 

0∗∗∗ 0. 012
 

3∗∗∗ 0. 010
 

8∗∗∗

(0. 002
 

7) (0. 002
 

7) (0. 003
 

6) (0. 002
 

7) (0. 002
 

5) (0. 002
 

7)

firm 0. 000
 

5 0. 000
 

5 0. 000
 

5 0. 003
 

9 0. 004
 

9∗ 0. 010
 

1∗∗∗

(0. 002
 

5) (0. 003
 

1) (0. 003
 

9) (0. 002
 

6) (0. 002
 

5) (0. 002
 

7)

investment -0. 002
 

3 -0. 002
 

3 -0. 002
 

3 -0. 001
 

4 -0. 004
 

9∗∗∗ -0. 007
 

0∗∗∗

(0. 001
 

7) (0. 001
 

8) (0. 002
 

6) (0. 001
 

8) (0. 001
 

7) (0. 001
 

9)

gather 0. 043
 

0∗∗∗ 0. 043
 

0∗∗∗ 0. 043
 

0∗∗∗ 0. 050
 

3∗∗∗ 0. 022
 

0∗∗∗ 0. 025
 

0∗∗∗

(0. 004
 

9) (0. 005
 

1) (0. 006
 

2) (0. 005
 

1) (0. 004
 

9) (0. 00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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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续)

变量 (1) (2) (3) (4) (5) (6)

industry 0. 019
 

7∗∗∗ 0. 019
 

7∗∗∗ 0. 019
 

7∗∗ 0. 020
 

8∗∗∗ 0. 025
 

4∗∗∗ 0. 014
 

1∗∗

(0. 005
 

2) (0. 006
 

2) (0. 009
 

1) (0. 005
 

4) (0. 005
 

1) (0. 005
 

5)

population 0. 068
 

3∗∗∗ 0. 068
 

3∗∗∗ 0. 068
 

3∗∗∗ 0. 067
 

4∗∗∗ 0. 061
 

3∗∗∗ 0. 061
 

6∗∗∗

(0. 008
 

2) (0. 009
 

3) (0. 012
 

1) (0. 008
 

3) (0. 007
 

8) (0. 009
 

2)

常数项 0. 416
 

2 0. 416
 

2 0. 416
 

2 191. 972
 

7∗∗∗ 0. 415
 

1 0. 416
 

3

(0. 000
 

9) (0. 001
 

0) (0. 000
 

7) (23. 377
 

8) (0. 000
 

8) (0. 000
 

8)

县域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联合固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2
 

564 12
 

564 12
 

564 12
 

564 12
 

552 12
 

377

R2 0. 813
 

6　 　 0. 813
 

6　 　 0. 813
 

6　 　 0. 815
 

1　 　 0. 862
 

4　 　 0. 908
 

1　 　

　 　 注:∗ 、∗∗和∗∗∗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水平下显著,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 若无特殊说明,后表同。

根据国务院关于农村“三块地”改革试点情况的总结报告,33 个试点县(市、区)的改革推进不够平衡,
试点样本分布不够均衡,一些试点地区试点项目数量不够多。 农村土地征收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推进在时

间、力度上存在着较为明显的空间差异,由此带来的治理效应可能因地区而异。 有鉴于此,本文使用因果森

林模型报告试点县个体处理效应的分布情况。 不同于传统线性回归模型主要关注平均处理效应,因果森林

模型可应用于评估个体政策处理效应的异质性,计算每个试点县域的处理效应[20] 。 表 4 展示了农村土地征

收制度改革对县域产业结构扭曲度的处理效应估计值的分布状况。 可以看到,个体平均处理效应围绕全样

本平均处理效应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分布在-0. 06 ~ 0. 01 之间,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 极少数个体的处理效

应大于 0,大部分个体的处理效应集中分布在-0. 04 ~ -0. 02 这一区间,聚集在平均处理效应-0. 027
 

2 附近。
上述结果一方面说明土地征收制度改革试点降低了绝大部分县域的产业结构扭曲度,具有相对普遍的治理

成效,印证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另一方面也表明,对于不同的县域,农村土地征收制度改革试点的实

施对于产业结构扭曲度的影响,无论是作用方向还是治理成效,均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差异。

表 4　 因果森林模型估计结果

名称 平均处理效应 决策树个数
回归系数的各分位值

最小值 25% 50% 75% 最大值

估计系数 -0. 027
 

2∗∗ 1
 

500 -0. 058
 

7 -0. 039
 

2 -0. 030
 

2 -0. 021
 

3 0. 006
 

3

(0. 012
 

3)

　 　 (二)稳健性检验

1. 平行趋势检验与动态效应

满足平行趋势假设是双重差分模型适用的重要前提,即如果未实施农村土地征收制度改革试点,那么

试点县和非试点县的产业结构扭曲度应该保持相同的变化趋势。 本文采用事件研究法对此进行检验,并进

一步识别农村土地征收制度改革推动产业结构扭曲度降低的动态效果。 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Yit =θ0 + ∑
3 +

j = -4 +
θ jD j

it + X′itγ +μ i +λ t +ε i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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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j 表示以农村土地征收制度改革试点当年为政策发生年份,即每个土地征收制度改革试点县所处

的相对政策年份。 j 的取值范围为[ -4,3],其中负值表示试点实施前,正值表示试点实施后。 D0
it 是农村土地

���

����

����

���

���

�� �� �� �� � � � �

,���

�
�
2
�

图 1　 平行趋势检验结果

征收制度改革试点实施当年的哑变

量, D -j
it 是试点前第 j 年的虚拟变量,

D j
it 是试点后第 j 年虚拟变量。 其余变

量的含义与基准回归模型(1)相同。
图 1 报告了基于事件研究法的平

行趋势检验结果和动态效应。 可以发

现,在土地征收制度改革试点推行前,
相对年份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绝对值

较小且均不显著,即处理组和控制组

之间不存在明显的时间趋势差异①;
而在政策实施后,回归系数显著为负,
即试点县的产业结构扭曲度低于非试

点县,且这种差异表现出明显的扩大

趋势。 图 1 的结果一方面证明了双重

差分模型的设定满足平行趋势假设要

求,另一方面说明农村土地征收制度改革对于降低县域产业结构扭曲度具有一定时间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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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安慰剂检验结果

2. 安慰剂检验

为检验农村土地征收制度改革

降低产业结构扭曲度的治理效应是

否受到政策冲击的非随机或不可观

测遗漏变量干扰,本文通过借助虚

构处理组的方式进行安慰剂检验。
具体做法是,在不改变政策发生时

间的前提下,将原先的试点县当作

控制组的一部分,在全样本中随机

生成相同数量的“伪试点县” 作为

处理组,重复上述过程并进行 500
次基准回归。 图 2 展示了安慰剂检

验的结果,根据虚拟回归系数估计

值的分布情况可以发现,基于随机

样本估计得到的回归系数服从以 0

74

① 本文采用相对偏离程度限制考察政策当期、事后第 1 期和事后第 2 期的平行趋势敏感性。 在相对偏离程度限制下,平行趋势偏离的合

理范围内,政策变量估计值对平行趋势的偏离程度较为稳健,土地征收制度改革对产业结构扭曲度治理的实践成效十分稳健。 相关结果限于

篇幅,留存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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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均值的正态分布,并且基准回归系数独立于该系数分布之外。 因此,可以排除基准回归结果受到常规

性随机因素或遗漏变量的影响,说明估计结果是稳健的。
3. 培根(Bacon)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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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培根分解结果

　 　 注:双向固定效应估计值为-0. 028
 

9,组内估计值为-1. 740
 

0(权重为 0. 006
 

1)。

根据最新 DID 研究,当政策发生

时间不一致时,存在后处理组把前处

理组当作控制组的情况[21] 。 由于双重

差分估计效应是组别-时间处理效应

的加权平均值,那么基于传统双向固

定效应(TWFE)的交错双重差分估计

结果可能存在异质性偏误。 同时,负
权重问题也会导致双向固定效应估

计值偏离真实系数,干扰回归结果的

可信性[22] 。 因此,本文利用培根分解

方法,将基准回归中多时点双重差分

估计量 DID 分解成三种类型,见图 3。
具体分解结果如表 5 所示,不同处理

时间引起的差异占比为 0. 05%①,组内差异占比 0. 6%,而整体 DID 估计结果主要来源于把从未接受处理组

作为控制组的第二种类型估计结果,其权重为 99. 34%,这说明双向固定效应下交错双重差分带来的估计偏

误较小。

表 5　 培根权重分解

“2×2”DID 分组类型 DID 估计量 权重

时变组 -0. 011
 

7 0. 000
 

5

从未接受处理组 -0. 018
 

1 0. 993
 

4

组内差异 -1. 740
 

0 0. 006
 

0

DID 加权估计结果 -0. 028
 

7∗∗

　 　 注:(1)在 2010—2019 年,一开始并未受到政策冲击,因此培根分解没有汇报

“直接受处理组与时变组”的估计结果;(2)由于培根分解命令只能处理平衡面板数

据,因而双向固定效应估计值的绝对值略小于基准回归结果,但仍在 5%的水平下显

著为负。

　 　 4. 排除竞争性假设

样本观察期内其他外生冲击可能会

影响回归结果,需要进一步排除,因此本

文从低碳政策、产业政策、经济波动和土

地政策四个方面进一步排除潜在的竞争

性假设:
(1)排除样本观察期内低碳政策的影

响。 作为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举措,
国家发展改革委先后分三批开展了低碳

城市试点政策。 为排除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产业结构调整的潜在影响,构造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虚拟变量

( low_carbon)并将其纳入模型(1)中。 表 6 列(1)的结果显示,在考虑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影响后,土地征收制

度改革的产业结构扭曲度治理效应依旧存在。
(2)排除样本观察期内产业政策的影响。 为实现制造业强国战略目标,工业和信息化部在 2016 年和

2017 年分两批遴选宁波、泉州等 30 个城市作为“中国制造 2025”示范城市。 “中国制造 2025”战略通过信贷

84

① 含协变量的培根分解汇报的第一种类型估计结果即“时变组”,实际上包含了“先处理组与后处理组”和“后处理组与先处理组”两种情

况,前者被证明是“好处理组”,而后者是“坏处理组” [21] 。 基于此,有理由认为不合适处理效应的权重不超过 0. 5%,可以认为本文的基准结论

是可靠的。



Research
 

on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No. 9, 2025) 经济与管理研究(2025 年第 9 期)

优惠、税收减免和财政补贴等措施推动制造业创新体系建设,促进企业转型升级。 为排除该政策对回归结

果的干扰,本文将“中国制造 2025”政策虚拟变量(MIC)加入基准方程,具体回归结果见表 6 列(2),可以发

现土地征收制度改革政策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依旧显著为负。
(3)控制外部经济波动。 为控制宏观经济波动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本文从各省份统计年鉴中收集

了样本观察期内所有省份的地区生产总值(GDP)数据,计算得到省份 GDP 增速(gdp_growth)作为宏观经济

波动的表征变量并纳入基准回归方程。 回归结果如表 6 列(3)所示,核心解释变量土地征收制度改革政策

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
(4)排除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影响。 推动集体建设用地入市能够盘活农村存量建设用

地,优化农村建设用地配置效率,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提供合理的建设用地需求。 因此,本文借鉴

顾昕等(2024) [23] 的研究,筛选样本观察期内的全部土地出让数据,若项目位置中含有“村、乡、庄、农场”

等关键词,便将其归纳为农村土地出让,并将这类数据合并到区县层面,生成县域农村土地出让的面积

(Area)和宗数(Number) ,将之作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政策变量纳入回归方程,以此控制该试点政

策对基准回归可能造成的干扰。 表 6 列(4)估计结果显示,核心变量的回归系数在 5%水平下通过了显著

性检验。
表 6 列(5)将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虚拟变量、中国制造 2025 政策变量、省份 GDP 增速变量和集体经营建

设用地入市指示变量同时纳入基准回归方程,实现对同时期存在的双碳政策、产业政策、经济波动、土地政

策进行控制和排除,结果显示,土地征收制度改革政策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仍然在 5%水平下显著为负,本
文的基本结论仍然成立。

表 6　 排除重大政策与外部经济因素冲击的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5)

DID -0. 037
 

8∗∗ -0. 041
 

2∗∗∗ -0. 038
 

4∗∗ -0. 034
 

6∗∗ -0. 033
 

9∗∗

(0. 015
 

1) (0. 015
 

1) (0. 015
 

1) (0. 017
 

2) (0. 017
 

2)

low_carbon -0. 017
 

8∗∗∗ -0. 017
 

0∗∗∗

(0. 005
 

6) (0. 006
 

1)

MIC 0. 016
 

7∗∗ 0. 025
 

4∗∗∗

(0. 007
 

9) (0. 008
 

5)

gdp_growth 0. 003
 

9∗∗∗ 0. 004
 

1∗∗∗

(0. 001
 

0) (0. 001
 

0)

Number 0. 002
 

1 0. 001
 

8

(0. 001
 

5) (0. 001
 

5)

Area -0. 001
 

3 -0. 001
 

2

(0. 000
 

9) (0. 000
 

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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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续)

变量 (1) (2) (3) (4) (5)

样本量 12
 

564 12
 

564 12
 

564 11
 

117 11
 

117

R2 0. 813
 

8　 　 0. 813
 

7　 　 0. 813
 

9　 　 0. 808
 

8　 　 0. 809
 

5　 　

　 　 5. 其他稳健性检验①

为保证基准回归估计结果的准确性,本文还进行了以下稳健性检验。 (1)合成双重差分模型。 为克服

实验组和对照组在某些经济社会条件等方面的系统性差异,本文采用合成双重差分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
(2)反事实估计框架。 为进一步印证双重差分回归结果的可靠性,本文使用插补估计量 ( imputation

 

estimator)进行反事实估计。 (3)更换被解释变量。 参考既有研究的做法,本文重新构造被解释变量。 具体

为:在产业结构偏离度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产值加权体现各产业的重要程度,从而构造出反映要素投入结

构和产出结构耦合协调程度的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指标。 (4)排除直辖市样本。 由于直辖市受到中央政府

的直接管辖,与其他省份相比具有特殊的政治、经济地位,为避免行政架构差异等因素对回归结果的干扰,
本文将县域所在地为直辖市的样本剔除,重新进行回归。 以上稳健性检验结果均表明,土地征收制度改革

的产业结构扭曲度治理效应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五、机制检验

基准回归结果表明,土地征收制度改革对降低县域产业结构扭曲度,提高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具有明

显的促进作用。 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这种治理成效主要是通过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和

促使地方政府转变用地结构实现的。 本文构造机制分析模型,见式(4),进一步检验土地征收制度改革缓解

产业结构扭曲度的机制渠道。
Mit =α0 +β1DIDit + X′itγ +μ i +λ t +ε it (4)

其中, Mit 为县区层面的机制变量,包括县区工业用地负向扭曲程度(disprice)、土地要素的错配指数

(mismatch)、新增工业用地占总出让工业用地面积比重( increase)、存量工业用地占总出让工业用地面积比

重( stock)、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拿地数量占县区所有企业拿地数量的比值(hightec)。 其余变量含义同基准回

归模型。

　 　 (一)资源配置效率优化效应

为检验土地征收制度改革的资源优化配置效应,本文借鉴张莉等(2019) [24] 的做法,采用工业用地最低

出让价格标准和实际出让价格之差与最低标准的比重来度量工业用地价格的负向扭曲程度(disprice)。 该

数值越小,表明地方政府干预土地出让环节,扭曲土地要素使用价格的力度越小,则土地要素的配置越趋于

合理。 同时,借鉴雷斯图恰和罗杰森(Restuccia
 

&
 

Rogerson,2013) [25] 的研究,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和边际产出法测算县域层面土地要素的错配指数(mismatch)。 表 7 列(1)汇报了该项改革对工业用地价格

负向扭曲程度的影响。 回归结果显示,土地征收制度改革变量(DID)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 这说明该项改

革确实能够削弱要素价格扭曲程度,促进资源合理配置。 表 7 列(2)报告了该项改革对土地要素错配的影

响。 结果显示,土地征收制度改革变量(DID)的回归系数在 5%水平下显著为负。 该结果说明改革可以降低

05

① 限于篇幅,相关结果未予以展示,留存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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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要素错配程度,促使要素价格体现稀缺程度,充分反映要素真实价值。

　 　 (二)用地结构优化效应

为探讨土地征收制度改革对地方政府用地行为是否存在“以压增量倒逼存量挖潜”的影响,本文分别选

取土地来源中新增工业用地占总出让工业用地面积比重( increase)和存量工业用地占总出让工业用地面积

的比重( stock)作为机制分析变量。 上述土地交易信息来源于中国土地市场交易网,并将每一宗土地出让数

据汇总到县区层面取均值。 同时,本文进一步将样本观察期内的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和微观土地出让数据进

行匹配,获得历年上市公司购地情况。 参考段军山和庄旭东(2021) [26] 的研究,以《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

(2012 年修订)》为基础,按照国家统计局印发的《高技术产业(制造业)分类(2017)》,将医药制造业等行业

定义为高技术制造业企业,并将上述行业企业拿地数量汇总到所在县区层面,定义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拿地

数量占县区所有企业拿地数量的比值为机制分析变量(hightec),以考察土地征收制度改革是否增加了高技

术制造业用地出让占比。 表 7 列(3)、列(4)和列(5)分别报告了土地征收制度改革对新增工业用地比重、存
量工业用地比重和高技术制造业用地比例的影响,结果表明,土地征收制度改革降低了新增工业用地的面

积,提高了存量工业用地的开发力度,增加了高技术制造业用地出让占比,从而促使地方政府用地结构发生

了转变。

表 7　 机制检验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5)

DID -0. 148
 

6∗ -0. 537
 

4∗∗ -0. 102
 

5∗∗ 0. 069
 

9∗∗ 0. 036
 

0∗∗

(0. 087) (0. 265
 

3) (0. 049
 

4) (0. 033) (0. 017
 

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6
 

924 9
 

978 9
 

579 10
 

027 12
 

564

R2 0. 784
 

8　 　 0. 471
 

1　 　 0. 350
 

3　 　 0. 309
 

4　 　 0. 295
 

1　 　

　 　 注:列(1)—列(5)分别为土地征收制度改革对土地用地价格负向扭曲、土地要素错配、新增工业用地比重、存量工业用地比重、高技术制

造业用地比例影响的回归结果。

　 　 六、异质性分析

　 　 (一)地区产业发展定位

结合本文的理论分析,如果地方政府在推动辖区经济发展过程中倾向于采用低价出让土地的第二产业

用地供应策略,则更容易因土地要素错配而产生地区产业结构扭曲现象,那么土地征收制度改革的实践成

效则更为明显。 为考察土地征收制度改革对不同产业类型主导的县区产业结构扭曲度的影响,本文利用土

地征收制度改革试点实施前 5 年(2010—2014 年)中国土地市场交易网记录的逐笔土地出让信息,将每笔土

地出让信息汇总到区县-产业层面,计算各县区政策前 5 年工业用地出让面积占总出让面积的比重,反映地

方政府在推动地区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对工业的重视程度和依赖程度。 在此基础上,参考区位熵的构建思

路,将各区县政策冲击前 5 年工业用地出让占比大于同时期全国工业用地出让占比的县区定义为高工业用

地出让占比县区,反之则为低工业用地出让占比县区,并以分组回归的方式检验土地征收制度改革对是否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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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工业主导模式县区的影响。 表 8 的回归结果表明,土地征收制度改革降低了对工业用地出让依赖程度更

高的县区的产业结构扭曲程度。

　 　 (二)地区财政收支结构

地方财政收支矛盾是地方政府干预土地要素市场以缓解外在约束的重要财政动因[27] 。 因此,地方政府

财政收支压力越大,扭曲要素价格的动机就越强,从而产生“为汲取财政收入而损害产业引领作用” [28] 的动

机。 因此,土地征收制度改革与产业结构扭曲度的关系可能受到地区财政收支结构的影响。 为揭示地区财

政收支结构对土地征收制度改革治理成效的异质性影响,本文选取财政收支压力开展异质性分析。 具体而

言,采用各区县一般预算收入与一般预算支出的差值在一般预算收入中的比重衡量地区财政收支压力,同
时按照数值从小到大进行排序,将处于前 50%分位数的地区划分为低财政收支压力组,后 50%分位数的地

区归为高财政收支压力组进行分组回归。 分组回归结果如表 8 所示,土地征收制度改革均降低了高财政收

支压力和低财政收支压力地区的产业结构扭曲度,但对前者的治理效果高于后者。

　 　 (三)地区自然地理约束

经济学研究中普遍认为经济发展受到自然地理条件的约束,两者之间呈现出明显的相关性[29] 。 从土地

供给端来看,尽管地方政府独立负责城市建设用地的供给,但工业用地的供给与城市坡度小于 15 度的土地

比例呈现出正向变动关系,同时土地陡峭程度与价格扭曲程度表现为反向变动关系[30] ,可见地方政府对土

地的操纵能力在一定程度上还要受到地区自然地理条件约束。 为考察自然地理约束对政策效果异质性的

影响,本文采用平均地理坡度来衡量县区的地形平坦程度。 本文将地区平均地理坡度按照数值从小到大进

行排序,将处于前 50%分位数的地区划分为地形较平坦组,后 50%分位数的地区归为地形较陡峭组进行分

组测试。 从表 8 的结果可以看出,土地征收制度改革降低了地形较为平坦地区的产业结构扭曲度。 可能的

原因在于,地形更为平缓的地区,由于自然地理条件的约束更小,地方政府对土地供给的干预能力更强,改
革能够通过规范征地程序等手段规范政府用地行为,从而发挥出更为明显的治理效应。

　 　 (四)地区市场化进程

土地征收制度改革的政策效果可能与地区市场化进程有关。 具体而言,中国要素配置受政府行政力量

影响较大,导致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企业获得生产要素的成本差异。 基于此,本文采用要素市场发育程度

指数来表示地区市场化进程。 同样地,将要素市场化发育程度指数按照中位数划分为低市场化地区和高市

场化地区,开展分组回归检验地区异质性。 表 8 汇报了市场化进程对改革治理成效的影响。 分组测试结果

显示,土地征收制度改革降低了低市场化地区的产业结构扭曲度,对高市场化地区的产业结构扭曲度没有

显著影响。 可能的原因是,在市场化进程更高的地方,地方政府更倾向于采取市场化手段扩大产业规模,借
助行政力量干预要素市场的动机较弱。

表 8　 异质性分析回归结果

变量
工业用地出让占比 财政压力 地形陡峭程度 市场化水平

低 高 低 高 平坦 陡峭 低 高

DID 0. 019
 

1 -0. 097
 

9∗∗∗ -0. 032
 

7∗ -0. 127
 

6∗∗∗ -0. 036
 

9∗ -0. 021
 

9 -0. 058
 

3∗∗ -0. 004
 

0

(0. 021
 

3) (0. 021
 

4) (0. 017
 

2) (0. 038
 

6) (0. 019
 

9) (0. 030
 

6) (0. 026
 

9) (0. 01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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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续)

变量
工业用地出让占比 财政压力 地形陡峭程度 市场化水平

低 高 低 高 平坦 陡峭 低 高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5
 

267 7
 

297 6
 

112 6
 

212 6
 

063 6
 

335 6
 

126 5
 

975

R2 0. 817
 

7 0. 812
 

1　 　 0. 834
 

5　 　 0. 824
 

2　 　 0. 795
 

3　 　 0. 823
 

9　 　 0. 805
 

5　 　 0. 862
 

3　 　

组间差异 P 值 0. 117
 

0∗∗∗ 0. 094
 

9∗∗∗ -0. 015
 

0∗∗∗ -0. 054
 

3∗∗∗

　 　 注:使用费舍尔组合来检验分组回归后的组间系数差异。

　 　 七、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土地制度是国家的基础性制度,不断改革和完善征地制度对于加快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促进政

府职能和发展方式转变发挥着关键作用。 在此背景下,本文在厘清中国土地要素市场长期面临的要素价格

扭曲和用地结构失衡双重问题制度根源的基础上,立足于要素优化配置视角,系统论述土地征收制度改革

治理产业结构扭曲,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实践成效。 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包括:(1)土地征收制度改革

能够降低试点县产业结构扭曲程度,上述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2)土地征收制度改革

试点的实施对产业结构扭曲度的影响,无论是作用方向还是治理成效,均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差异;(3)土地

征收制度改革主要是通过降低土地使用价格扭曲度、优化城市建设用地使用结构等渠道减轻地区产业结构

扭曲程度;(4)土地征收制度改革试点的推行对高工业用地出让占比、财政收支压力大、自然地理条件更为

平坦以及市场化进程低的地区具有更为明显的治理效应。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把握土地征收制度改革的全局性和系统性,推进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 一方面,完善土地征收补

偿标准,以土地价格作为土地征收补偿的基准,科学测算并动态调整区片综合地价,合理划定区片综合地价

中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比例,加快形成充分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的土地市场价格机制,促

进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合理流动;另一方面,进一步细化土地征收程序,依托建立健全征地公告和征地补

偿安置公告制度、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机制、社会风险评估机制等渠道增强土地征收程序性保障,保障农民

在农村土地征收中的知情权、参与权和听证权,完善农民参与农村土地征收的路径选择。

第二,加强土地征收制度改革方案的系统筹划和整体设计。 不同地区在财政收支结构、自然地理条件

和经济发展状况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会影响改革的治理效果,在推进农村土地征收制度改革的过程中应

充分考虑不同县区间的差异性,因地制宜地采取差异化的改革方案,推广试点成功经验。

第三,消除地方政府基于财税目标干预土地市场的内源因素,推动土地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变,从根本上

改变地方政府主导土地要素配置的格局。 一方面,推动地方政府摆脱对土地的依赖,调整和深化财税体制

改革,赋予地方政府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权;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应根据自身发展阶段,加快培育创新型产业,

结合地区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构建与土地资源利用模式相协调的产业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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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dual
 

land
 

ownership
 

system
 

and
 

driven
 

by
 

horizontal
 

benchmarking
 

competition
 

among
 

local
 

governments,
 

the
 

current
 

land
 

expropriation
 

system
 

remains
 

inadequate
 

in
 

terms
 

of
 

compensation
 

standards
 

and
 

procedural
 

norms.
 

This
 

has
 

led
 

to
 

inefficiencies
 

in
 

land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has
 

become
 

a
 

significant
 

constraint
 

on
 

regional
 

industrial
 

structural
 

upgrading.
 

Existing
 

literature
 

primarily
 

focuses
 

on
 

the
 

land
 

transfer
 

stage,
 

examining
 

how
 

market-oriented
 

land
 

reforms
 

affect
 

manufacturing
 

efficiency
 

and
 

industrial
 

choices.
 

In
 

contrast,
 

land
 

expropriation,
 

as
 

the
 

precondition
 

for
 

land
 

transfer,
 

receives
 

limited
 

attention.
Therefore,

 

this
 

paper,
 

based
 

on
 

a
 

systematic
 

analysis
 

of
 

the
 

practical
 

dilemmas
 

in
 

land
 

expropriation
 

and
 

the
 

urgent
 

needs
 

of
 

regional
 

industrial
 

structure
 

governance,
 

takes
 

the
 

rural
 

land
 

expropriation
 

reform
 

pilot
 

initiated
 

in
 

2015
 

as
 

an
 

entry
 

point.
 

By
 

matching
 

a
 

county-level
 

macro
 

database
 

with
 

a
 

micro-level
 

land
 

transaction
 

database,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practical
 

effects
 

of
 

the
 

reform
 

on
 

improving
 

land
 

factor
 

allocation
 

and
 

alleviating
 

industrial
 

structure
 

distortions,
 

thereby
 

promoting
 

regional
 

industrial
 

upgrading.
 

This
 

contributes
 

to
 

the
 

literature
 

on
 

the
 

policy
 

effects
 

of
 

the
 

land
 

expropriation
 

reform
 

and
 

provides
 

theoretical
 

insights
 

for
 

improving
 

land
 

supply
 

mechanisms.
From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this
 

paper
 

identifies
 

the
 

dual
 

dilemma
 

of
 

land
 

factor
 

allocation
 

in
 

China
 

and
 

examines
 

the
 

internal
 

logic
 

underlying
 

how
 

the
 

land
 

expropriation
 

reform
 

mitigates
 

regional
 

industrial
 

structure
 

distortions.
 

Focusing
 

on
 

two
 

mechanisms—reducing
 

land
 

price
 

distortions
 

and
 

optimizing
 

land
 

use
 

structure—this
 

paper
 

reveals
 

how
 

the
 

reform
 

contributes
 

to
 

alleviating
 

the
 

distortions.
 

On
 

this
 

basis,
 

a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DID)
 

model
 

is
 

constructed
 

to
 

test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empirically.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reform
 

is
 

conducive
 

to
 

reducing
 

regional
 

industrial
 

structure
 

distortions,
 

and
 

this
 

conclusion
 

remains
 

robust
 

across
 

various
 

specifications.
 

Furthermore,
 

this
 

paper
 

employs
 

a
 

causal
 

forest
 

model
 

to
 

assess
 

the
 

heterogeneity
 

of
 

individual
 

treatment
 

effects.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impact
 

of
 

the
 

reform
 

varies
 

across
 

different
 

contexts.
 

Heterogeneity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reform
 

is
 

influenced
 

by
 

factors
 

such
 

as
 

region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rientation,
 

fiscal
 

structure,
 

natural
 

endowments,
 

and
 

the
 

degree
 

of
 

marketization.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finding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main
 

conclusions
 

and
 

offers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hese
 

include
 

improving
 

compensation
 

standards
 

and
 

procedures,
 

designing
 

context-specific
 

reform
 

strategies,
 

and
 

promoting
 

the
 

transition
 

from
 

land-based
 

finance.
 

The
 

findings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s
 

and
 

policy
 

insights
 

for
 

advancing
 

the
 

market-oriented
 

allocation
 

of
 

land
 

factors,
 

refining
 

the
 

industrial
 

land
 

system,
 

and
 

enhancing
 

the
 

role
 

of
 

effective
 

government
 

regulation.
Key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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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
 

expropriation;
 

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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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
 

allocation
 

efficiency;
 

industrial
 

structure
 

distortion
责任编辑:姜　 莱;魏小奋

55


